
司法如何影响政策过程？

———基于对地方政府中心工作的案例比较分析
向　 淼　 郁建兴

【摘要】司法化治理是指治理的法治化和司法化，强调司法对治理过程的重
要影响。我国司法会在何种情境下配合或约束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又将对司法
作出何种回应？论文通过梳理作为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的拆违政策，对县级政
府领导小组办公室涉诉的两个地区作案例比较分析。案例比较表明，在政策过
程视角下，司法－行政关系表现为政策制定阶段的司法协作、政策执行阶段的
行政优位、政策审查阶段的合作与制约并存、政策反馈阶段的司法建议。政策
审查和司法判决是司法化治理的关键环节，审查结果与行政任务的性质相关：
司法机关倾向于在特殊中心工作和政治化政策执行情境中配合政府行为，而在
一般中心工作和常规政策执行情境中选择规限政府行为并发挥法律硬约束的功
能。同时，政策执行压力与法治问责压力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回应。
在政策执行压力较小、法治问责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更可能回应司法并改变
违法的政策执行行为。论文结合政策过程分析与司法分析，关注中心工作情境
中司法影响政策过程的路径以及地方政府的调适性变革，为研究地方治理和地
方政府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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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经典议题，法律与行政的关系经历了从分离到整合的演
进过程。最初被排斥在行政学核心议题之外的法律，自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到
了行政学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面临着调适法治与新治理
的难题，发展中国家则要同时面对以建设法治秩序来完成国家建构，以及协调
法治与新治理的双重任务（向淼、郁建兴，２０２１）。相比于美国式的司法－行政
关系变迁过程，即从行政排斥司法、司法挑战行政到司法配合行政、司法与行
政合作（Ｄｒａｇｏｓ ＆ 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２０１７），司法在我国地方治理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具体来说，司法是地方政府的竞争者还是合作者，抑或兼而有之？地方政府将
对司法作出何种策略性回应和调适性变革，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围绕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行政关系，既有基于法治视角的研究多在法教义
学意义上关注法治秩序的建构和嵌入性结构下的司法行为（程金华，２０１９；贺
欣，２０１２），而基于政治学和管理学视角的研究又侧重于从行政分权、财政激
励、干部晋升、政治动员等方面来分析党政体制的权力配制、运行机制和行为
模式，总体上不太关注法治与地方治理的关系，较少把地方治理中的合法性目
标与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Ｌｅｅ，２００７）。

为了揭示我国司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政策过程视
角，聚焦于一项拆违专项行动及其引发的行政诉讼过程，从政策制定、政策执
行、政策审查及政策反馈四个方面探讨司法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首先，本
文结合政策过程理论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司法－行政关系的中观框架，指出司
法机关能够在政策制定、执行、合法性审查以及反馈等阶段对治理过程发挥影
响。其次，通过对两个县级政府拆违专项行动及其行政诉讼过程的案例比较分
析，观察司法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并以地方政府是否改变政策执行行为来呈现司
法影响政策过程的效果，揭示地方政府平衡政策执行压力与法治问责压力的行
为逻辑。在理论上，本研究与既有的法教义学视角、管理和政治视角的分析均
有所不同，选择把司法引入对地方治理和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分析并以司法视
角补充管理和政治视角，揭示司法影响政府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司
法的回应。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视角

自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立法机构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由立法向
行政和司法赋权成为潮流。随着行政国家的成长，司法权力也在扩张，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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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共政策比如劳动、环保、教育、商业、移民、同性恋乃至选举、种族平
权、国家建设等政治议题中的角色愈发显著，在社会关系、公共政策和宏观政
治等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司法化治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即治理的法治化和
司法化潮流（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２００８）。西方学界对司法化治理的研究集中于司法在国
家治理中的角色、司法审查的制度特征、法官裁判的行为模式以及法官与其他
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等主题（Ｓｏｌｏｍｏｎ，２００７）。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重视。第
一，司法政治学的研究始终强调司法作为市场规制者、商业推动者、权利守护
者、法律执行者、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稳定者等重要角色（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５）。部分
法院和法官还通过创造性的司法裁判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推动政策变迁，并成
为司法政策企业家（ｃｏｕｒｔｓ 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 Ｃａｔｅｓ，１９９７）。第
二，在司法权力扩张的同时，法官与其他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行政国家下的法院要在监督行政权力和尊重行政裁量之间保持平衡，已然成为
行政国家的“资深合伙人”并结成了“新伙伴关系”（郁建兴、向淼，２０１６）。
作为战略行动者的法官会考虑政治权力和社会形势等因素，在不同情境中采取
与行政部门合作或对抗的策略。因此，司法化治理的实际边界、存在形态和策
略运用受到政体性质、法律制度、经济社会结构、国际环境以及案件类型等内
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Ｍｏｕｓｔａｆａ，２０１４）。

（一）比较视野中的司法化治理
尽管制度基础和发展阶段与美国不同，对我国司法化治理和司法－行政关

系的研究，同样可从政治、管理和法律等多学科视角展开分析。第一，政治学
和行政学对地方治理的分析多从政治和经济逻辑出发，长期关注央地关系下的
财政和人事制度，从经济增长、财政与行政分权、干部考核与晋升等管理视角
讨论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周黎安，２００７；郁建兴、高翔，２０１２；Ｌａｎｄｒｙ，
２００８），而对司法如何塑造地方治理着墨不多。也有研究从历史传统和政治张力
的政治视角分析司法－行政关系，指出强调刚性规则的司法可能削弱国家的组
织和动员能力（周雪光，２０１２），国家因此会优先考虑政治和经济逻辑，而在产
生张力时冲击法治逻辑并呈现出“法治－稳定”悖论（Ｌｉｅｂｍａｎ，２０１４）。与西
方司法政治学多基于制度分权而重点关注司法自主性和司法裁判模型不同，我
国司法化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司法紧密嵌入在由政治、行政、社会、经济等要素
构成的网络之中，表现为“嵌入型司法”“多中心主义的司法”和“政治中的
司法”（Ｎｇ ＆ Ｈｅ，２０１７；汪庆华，２０１１）。因此，从管理和政治的视角来看，
正式法律通常只能发挥软约束功能（陈国权、陈洁琼，２０１７），即面临结构性制
约的司法对行政过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法学视角对司法－行政关系的研究往往“从法律看司法”。其中，法
教义学强调对法律作规范分析，注重司法规则的建构而较少关注司法对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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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过，来自法律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注意到了能动司法对治理过程和
公共政策的重要影响。研究者发现，在外商投资和经济发展（Ｗａｎｇ，２０１４）、
环境保护（Ｓｔｅｒｎ，２０１０）、金融规制（黄韬，２０１１）、拆违政策（向淼、郁建
兴，２０２０）、纠纷化解与基层治理（郭晔，２０１９）等领域，面临多重约束的法
院仍有可能克服嵌入性，策略性地运用包括司法解释、司法建议及司法裁判等
工具来强化司法治理能力，或主动配合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并融入治理过程，
或约束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并限制权力滥用。司法在配合政府完成治理任务、
限制行政权力滥用、调整和优化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表明，上述基于政
治和管理视角的讨论可能低估了司法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不过，作为司法－
行政关系的一体两面，既有对司法能动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多关注司法的嵌入
性而较少分析政府对司法的调适性回应，在路径上多关注司法的宏观制度和微
观结果而缺乏司法影响行政过程的分析框架。沿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分析脉络，
司法对政策过程的复杂和动态影响以及政府对司法的调适性回应还有待深入
挖掘。

综上所述，由于法治紧密嵌入在政治、行政和经济逻辑之中，既有关于我
国司法－行政关系的研究，从人事和财政等管理视角的分析对司法的角色重视
不够，从央地关系和“动员－法治”悖论等政治视角分析得到的结论多强调法
律软约束而趋于消极，法学视角中来自法教义学的分析多关注司法而不太关注
行政，而基于法律与社会科学交叉视角的分析又缺乏明晰、统一的分析框架并
使研究结论碎片化。不同于管理和政治视角疏离地看待司法，也不同于法律视
角聚焦于静态司法，本文基于政策过程视角来分析司法－行政关系。司法在何
种情境下是地方政府的合作者抑或是政府行为合法性的挑战者，司法角色是否
存在动态变化？地方政府又将以何种策略回应司法，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对这
两个相关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深入揭示司法影响政府行为的动态过程及其
差异化效果。

（二）研究进路：政策过程视角下的司法－行政关系
基于宏观层面的党政复合体制、司法－行政关系以及行政诉讼的具体制度

设计，对我国司法化治理的探讨需要从宏观结构视角转向过程视角并结合结构
分析与过程分析。第一，与美国司法化治理的强自主性基础不同，党政体制界
定了我国司法化治理的空间和边界。在我国党政复合体制下，司法虽难以独立
发挥政策功能，但能够对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起到调整、优化、保
障等作用。第二，我国各级法院和法官受到多种内外部正式和非正式因素的约
束，法官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自主性空间总体较小。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后推行了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尤其是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
统一管理改革，但地方法院仍然嵌入在地方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地方政府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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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仍有较强影响力（Ｗａｎｇ，２０２０）。第三，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长期
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司法裁判结果具备个案约束力但普遍约束力不足。尽管行
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发挥指导性作用，但不具备正式约束力。２０１５年修改
后的新行政诉讼法还规定法院可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但个案审查仍难以对政
府行为产生广泛影响。因此，相比于域外基于制度性分权，强调司法机关在部
分领域主导政策制定、推动政策变迁而提出的司法政策企业家概念，我们需要
以新的视角分析中国式的司法化治理。

在地方政府主动“管理合法性”（朱涛，２０２１）并平衡治理任务与治理合法
性的意义上，本文基于政策过程视角，根据对政策过程的经典定义，即从问题
出现、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决策到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的过程，选择从
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审查及政策反馈四个阶段分析司法塑造地方政府行
为的路径和效果。具体来说，作为政法体制的一部分，法院会以提供法律意见
的方式协作政府出台政策，即在政策制定阶段就被纳入政策过程，从而既为中
心工作服务，又能预防和减少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在政策执行阶段，压力型
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会以完成中心工作任务为核心目标，因此未必会完全遵照法
律意见来执行。在政策执行引发纠纷和诉讼后，法院对政府行为的审查受到地
方政法结构、案件类型等因素的影响，会策略性配合或约束政府行为（于晓虹，
２０１４）。在司法判决期间或判决结束后，法院还可能发出临时的司法建议或发布
年度的行政诉讼白皮书，为保障中心工作顺利推进、防范化解行政纠纷提出政
策与法律建议。

基于此，本文把政策过程视角融入对司法－行政关系的分析，聚焦于法院
在地方政府拆违政策的制定、执行、审查和反馈等阶段中的角色，提出司法与
行政关系的分析框架，进而通过案例比较揭示司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化
效果。

三、案例选择：拆违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诉讼

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Ｚ省自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旧住宅区、
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三年行动，为我们观察司法对政策过程的
影响提供了案例。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三改一拆”行动从启动之初
就被列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为推动政策执行，Ｚ省自上而下成立了领导
小组并由各级政府的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宣传、发改、信访、司
法、财政、人社等各个部门的正职或副职负责人。在组织保障外，省委、省政
府也要求依法拆违，组织制定三年行动实施意见和违法建筑处置规定，对执法
办法、权限、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Ｚ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出台了《关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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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工作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主动为地方党委、人大、政
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法律意见，既要协助政府制定违法建筑的认定标准和处理
办法，又要依法受理和审判拆违行政诉讼案件，保障拆违工作高效推进。

不过，尽管省人大、省政府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拆违行动提出了规范要求
和法律指导，各地也就拆违执法组织了培训，但地方政府并未完全遵照执行。
在“块抓条保、分级负责、综合执法、全力推进”的工作机制下，拆违行动通
过行政发包、责任划分、领导督促、考核评估以及层层加码的方式强化了政策
执行，面临政策执行压力的基层政府常常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违反由法院协助、
由人大或政府制定的法律与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实际上的层层加码与依法拆违
的规范要求相偏离，导致大量利益相关主体因拆违而起诉地方政府或相关职能
部门，使地方政府同时面临政策执行压力与行政诉讼压力。

为了揭示司法对政策过程的差异化影响，我们以“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
公室直接参与执法而引发行政诉讼的案件为切入点，在Ｚ省选取了地理位置与
区域面积、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政策执行模式和政策执行压力都相近但司法
判决结果不同的两个县级地方政府（Ｈ市和Ｋ区），作控制的案例比较分析。具
体来说，第一，在区域禀赋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两地区域面积都在８００至９００
平方千米范围内，人口介于７０万至１００万之间，高速公路和铁路网密集，因而
交通便利，工业经济、商品贸易、高新技术以及旅游业发达，分别是全国工业
百强县、创新百强县、旅游百强县，以及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
区，综合实力都很强。第二，在政策目标与政策执行方面，两地外来人口流入
较多，违建面积也较大。因此，两地政府不仅面临着相似的拆违任务和考核问
责压力，而且也都希望通过拆违实现城市更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和民生改
善。第三，在行政诉讼方面，尽管社会经济特征和政策执行环境相似，两地围
绕“三改一拆”行政诉讼案件的司法判决和政府行为却存在显著差异。Ｈ市政
府的拆违行为在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即政府胜诉后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而Ｋ区政府在法院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即政府败诉后迅速改变了拆违行为。事实
上，在全省层面，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参与执法而引发的诉讼案件全部集中在Ｈ
市和Ｋ区，两地区域特征和政策背景相似，只有司法判决结果和政府对司法的
回应存在差异，这使它们同时构成了最似案例和极端案例，可通过比较辨析因
果机制。为了展开研究，我们收集并分析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三改一拆”
行政诉讼判决书，对省高院、多地中级和基层法院的法官以及党委办、政府办、
司法局、行政执法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共计３０余人）作了深度访谈，还
搜集了与“三改一拆”相关的任务要求、考核标准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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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影响政策过程的路径

为了观察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在中心工作政策过程中的互动，我们选取
“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涉诉的行政强制案件作为分析对象。“三改一拆”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Ｚ省自上而下成立并发挥协调部署、监督指导、目标考
核等功能的临时机构，实际上能够对政策过程发挥重大影响，但在法律上并不
具备法人资格和行政职权，不能对行政当事人作出处罚。Ｈ市和Ｋ区都曾由
“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导致县区政府和乡镇政府
成为行政诉讼被告，因此都存在事实权限与法定权限分离的问题。有关Ｈ市和
Ｋ区背景特征、政策过程以及领导小组涉诉情况的比较见表１。

表１　 司法影响政策过程的案例比较
Ｈ市 Ｋ区

区域特征 全国百强县，违建问题突出 全国百强区，违建问题突出
政策制定 法院为政策出台提供法律意见 与Ｈ市相似
政策执行 特殊任务：拆除高速公路广告牌 无特殊任务

行政诉讼 强制拆除属于“程序瑕疵”
（１５２件行政诉讼案）

强制拆除违反法定程序和职权
（２件行政诉讼案）

政策审查 政府胜诉，中心工作优先
（程序瑕疵不影响行为合法性）

政府败诉，司法严格约束行政
（撤销违反正当程序的行政决定）

政策反馈 给政府发送司法建议，要求改变执法行为 与Ｈ市相似
政府回应 领导小组未改变违法行为 领导小组改变违法行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政策制定：司法提供协作
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常常会征询司法机关的意见，司法机关也会主动为

地方政府出台重要决策提供法律保障，这常被视为“嵌入性司法” “政治性司
法”以及实施“法制”而非“法治”的直接特征（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２００９）。不过，
党政体制下的司法是理性的战略行动者，会选择既满足政治要求又维护自身的
政治与社会地位（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２）。各级法院主动为政府解决难题，提供法律意
见，尤其是为政府减少行政纠纷和降低败诉风险，是法院争取党政支持、政策
话语权和自主运作空间的需要。

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是“三改一拆”三年行动计划的领导小组成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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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台的《关于为拆违工作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在要求地方各级法院主
动为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政策制定提供法律意见的同时，也强调法
院要协助认定行政争议解决办法并依法受理和审判拆违行政诉讼案件。省高院
积极为政策出台提供司法支持，既服务和保障省级中心工作的政策执行，也通
过事前协助政策制定而确立了行政争议的解决规则和司法发挥作用的空间，从
而能够争取政策话语权并在诉讼中减轻司法的社会压力，维持和扩大司法化治
理的边界。在这一背景下，Ｈ市和Ｋ区的基层人民法院都在年度人大会上的工
作报告中将“保障推进‘三改一拆’行动”作为首要的工作重点和成绩亮点，
强调“制定服务‘三改一拆’行动的实施方案和操作规程，从加强法律引导、
强化协调处置、保障执行实施等方面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Ｈ市和Ｋ区法院年度
工作报告２０１８０９２９：２）。这表明，虽然司法机关并非决策者，但始终把服务和
保障中心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二）政策执行：行政任务优先
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各地“三改一拆”工作都面临具体目标考

核、媒体曝光监督、政治和行政问责的压力，实际执行过程呈现出运动式治理
的色彩。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期限和程序来执法，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权
利和义务，听取当事人的异议并等待漫长的博弈过程，对面临执行压力的地方
政府来说难以接受。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为完成拆违任务而以急风骤雨甚至超
越法定职权、违背法律程序的方式来执法，偏离前述由法院协助、由省人大或
省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１ ． Ｈ市：特殊的中心工作任务
全省“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涉诉案件一共有１５０多个，几乎全部集

中在Ｈ市。Ｈ市的高速公路网连接了周边多个大城市，多家广告公司早在２０１３
年“三改一拆”行动发起之前已与当地镇政府或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用地协议，
在高速公路旁设立了多座大型广告牌，但并未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或乡村规划许可，属于违法建筑。违法广告牌妨碍城市沿线景观并
带来了安全隐患，是Ｚ省自上而下都非常关注的特殊任务，Ｈ市因此面临巨大
的拆违压力。由于各职能部门前期未参与管理而难以作出处罚，Ｈ市选择以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快速执法：市“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以自身名
义向广告公司发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要求其在７天
或１５天之内自行拆除，告知其逾期未拆除则将由有关部门强制拆除。广告公司
逾期未自行拆除，领导小组办公室给广告牌所在的乡镇或街道发函要求拆除。
乡镇或街道以通知书为依据，在广告公司未派员到场的情况下强制拆除广告牌。
由此，多家广告公司起诉与通知书有关的市政府、镇政府或街道，认为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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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办公室超越法定职权，乡镇和街道违反法律程序，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乡镇
干部在接受访谈时坦承，“当时确实雷厉风行，直接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限期
拆除通知书并要求镇政府执行，实际上是不太符合法治要求的”（Ｈ市访谈
２０１８０９２８：３）。

２ ． Ｋ区：一般的中心工作任务
Ｋ区与Ｈ市面临相同的考核要求，即当年完成“三改一拆”总面积８０万平

方米的任务，不过，与Ｈ市要重点拆除全省关注的违法广告牌不同，Ｋ区的拆
违任务更多指向居民住所、家庭作坊和小工厂，主要是对包括旧住宅区、危旧
房和城中村在内的城镇棚户区进行整治改造以及对旧厂区“以拆促改”，体现了
“促发展、拓空间、优环境、保稳定、惠民生”的要求。因此，Ｋ区没有受到全
省重点关注的特殊中心工作任务，执行压力小，执法方式更温和，由领导小组
办公室直接向乡镇或街道发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的政治性政策执行情形要比
Ｋ区少得多，行政诉讼案件只有两件且原告都是居民。

总体来看，尽管Ｈ市和Ｋ区都带有运动式政策执行的意味和行政任务优先
的取向，但Ｈ市面临受全省关注的特殊中心工作任务，执行压力更大，也更容
易偏离法律要求。蔡永顺等对官员惩罚机制的研究表明，只要地方政府官员不
引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事件，他们就不会仅仅因为违反法律程序的要求而受
到上级的问责和惩罚（Ｃａｉ ＆ Ｚｈｕ，２０１３）。因此，在政策执行压力大、监督问
责压力小的情境中，地方政府很可能坚持行政任务优先而违反法定职权和程序
的要求。

（三）政策审查：差异化司法判决
Ｈ市和Ｋ区的领导小组办公室都以自身名义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责令限期拆

除通知书并要求乡镇或街道具体执行，由此使乡镇、街道和县级政府成为行政
诉讼被告，不过，两地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对同类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１ ． Ｈ市：驳回诉讼请求（政府胜诉）
Ｈ市所在的中级法院在１５２个案件的判决意见中指出，Ｈ市政府并未参与拆

除行为，被诉乡镇和街道的拆除行为虽然存在程序瑕疵，但由于拆除对象本身
违法，程序瑕疵不影响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因此，Ｈ市所在的中级人民法
院支持按领导小组办公室指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乡镇和街道，判决驳回广告
公司的诉讼请求，实际上认同了强拆行为的合法性。
２ ． Ｋ区：撤销行政处罚（政府败诉）
Ｋ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涉诉的两个案件，同样是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认定违

法建筑、发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并责令当事人在７日内自行拆除所引发的。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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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
条、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或者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查处”。法院重点强调，Ｋ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担
负日常组织协调功能的临时机构，不具备查处违法建筑的法定职权，因此判决
撤销了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实际上是认定强拆行为违法。

两地法院对同类政策执行行为的态度完全不同，前者持司法包容行政的态
度，认为强拆行为属“程序瑕疵”而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可认为是政府
“胜诉”；后者坚持以司法严格约束行政，指出领导小组办公室超越职权而违法
并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可认为是政府“败诉”。由于这些案件全部是一审终审判
决，我们能够进行充分比较：（１）Ｈ市因涉及受到普遍关注的特殊中心工作任
务而带有更强的政治性执行特征，法院要参与维稳而选择支持政府。综合行政
执法局的干部在访谈中表示，“拆除广告牌是省里要求我们严格执行的，我们必
须全力推行，法院当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Ｈ市访谈２０２１０８３０：２）。（２）Ｋ
区拆违并不涉及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任务（广告牌），拆违任务压力相对
小，法院就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赋予的自主性，依法裁判，并对政策执行提
出严格要求。

（四）政策反馈：相似的司法建议
司法机关在判决之外，还会以发送司法建议的方式来增强自身权威、推进

司法工作。司法建议最初是为了保障司法裁判的顺利执行，后来演变为发现问
题时均可向行政或监察部门发送建议并要求其改正的制度。广义的司法建议还
超出了一案一议的范围，即法院可就特定类型的案件或行政过程中存在的普遍
问题，通过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等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综合性建议。这种向行
政机关发送司法信号（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ｓ）的行为，既是为中心工作提供保障和服
务，又能为司法机关在后续诉讼中依法判决提供法理依据和情理支撑。Ｈ市和Ｋ
区基层人民法院和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建议和行政审判白皮书显示，
两地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３年向地级市的“三改一拆”领导小组、
市委和市政府发布了一条综合性司法建议，强调作为党委政府下设临时机构的
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具备处罚权，要求政府重视执法主体资格问题，并加强执法
培训和内部监督。

综上所述，在Ｈ市和Ｋ区法院参与拆违政策的“制定－执行－审查－反馈”
过程中，两地的司法－行政关系在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阶段表现出极大的相
似性，即法院都参与协助政策出台，实际政策执行都优先考虑行政任务，法院
在政策反馈阶段都向行政机关发送了司法建议。两地的核心差异表现在司法审
查阶段，即Ｈ市政府面临特殊的中心工作任务，政策执行压力和维稳压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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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呈现出更强的嵌入性而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支持政府的拆违行动；
相反，Ｋ区政府只面临一般的中心工作任务，政策执行压力较小，司法机关拥
有更大的自主性，选择严格约束政府执法行为并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可见，司
法对党政体制的嵌入性程度，与政策任务本身的性质有关。如果面临特殊中心
工作任务，则司法机关的嵌入性程度更深，反之，自主性空间更大。正是不同
的治理任务性质和政策执行压力带来了对同类案件的差异化判决结果，进而形
成了司法配合行政与司法约束行政两类不同的司法－行政关系。

五、地方政府的调适性变革

司法机关参与了政策从制定、执行、审查到反馈的全过程，并主要通过司
法判决发挥影响力。进一步的问题是司法影响的效果，即地方政府如何回应司
法影响，是否因司法裁判而改变有瑕疵或违法的政策执行行为。

（一）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回应
１ ． Ｈ市：拆违行为持续直至上级政府叫停
Ｈ市所属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政府，Ｈ市政府就没有动力改变“程序

瑕疵”的拆违行为。尽管中院在２０１４年给地级市“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发送了
司法建议，但在特殊中心工作任务和维稳压力下，地级市市委和市政府并未对
上述司法建议作出反馈，也未及时将司法建议正式转发Ｈ市，使得Ｈ市“三改
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在２０１５年还有将近１００个类似的案件涉诉且政府全部胜
诉。不过，Ｈ市法制办的官员在访谈中指出：

（直接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那是在过去，现在（２０１８年）不一样
了。我们一开始其实就反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后来
法院也发送了司法建议，认为不妥，所以它基本上也改正了。（强拆行为）
主要发生在省里命令下来后刚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那段时间，后来就改
过来了。（Ｈ市２０１８０９２８：４）
与调研发现相一致，在２０１５年后，由于特殊的拆违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省

“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自上而下叫停了“程序瑕疵”的执法行为，Ｈ市再
没有出现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直接作出限期拆违决定的案件。
２ ． Ｋ区：及时改变拆违行为
Ｋ区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不仅在２０１３年就给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发送了

要求改变违法执法行为的司法建议，而且直接判决政府败诉并撤销了行政处罚。
这一方面使区政府、乡镇和街道的执法声誉和执法权威受损而影响后续的拆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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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另一方面也通过败诉带来了法治考核和上级问责的压力，声誉压力与考
核问责压力迫使他们改变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作出的违法执法行为。直接结
果是，Ｋ区一共只有两起案件涉及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行政处罚被判决撤销后
再无类似案件。参与执法的乡镇干部更是明确指出了法治考核问责压力与执法
行为改变之间的直接关联，“尽管领导理解我们（任务）压力大，但今年案子较
多，镇领导前段时间还被上级约谈了，回来就要求我们更加注意（法律要求）”
（Ｋ区访谈２０１８０７２６：２）。由于面临法治考核和上级问责压力，负责一线执法的
乡镇和街道既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又要尽可能避免违法以降低诉讼风险。

Ｈ市和Ｋ区政府对不同判决作出了不同回应。前者没有败诉压力，未主动
改变程序瑕疵的执法行为，直至被自上而下叫停；后者在被判决败诉后，主动
改变了违法执法行为。

（二）政府回应的激励机制：政策执行压力与法治问责压力双重约束
与地方政府需要在完成中心工作任务与坚持依法行政之间保持平衡的行为

逻辑一致，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回应也主要取决于政策执行压力和法治问责压力，
二者共同塑造了政府回应司法的激励机制。首先，政府对司法的回应取决于政
策执行压力，即回应司法并改变执法行为是否会影响中心工作的完成度。如果
改变违法执法行为将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地方政府就会选择
首先完成任务而不是依法行政。其次，政府对司法的回应也取决于司法判决带
来的法治考核与问责压力，即地方政府是否会因司法判决而面临法治考核压力
和相应的上级问责压力。当司法判决政府败诉并带来更大的法治考核与问责压
力时，地方政府改变违法行为的激励就更强。虽然调研发现法治考核在政府目
标责任制考核中的占比不高（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在内的各项法治考核
指标加总后，在综合考核中仅为１分，即占目标责任制考核的１％），但如前所
述，一旦地方政府涉诉或败诉数量明显偏多并带来不良社会影响时，就很可能
被上级约谈甚至问责。

由此，我们可根据“政策执行压力－法治问责压力”的二维框架，将地方
政府对司法的回应分为四种类型（见表２）。（１）政策执行压力小、法治问责压
力大，法治问责压力高于政策执行压力，通常出现在一般中心工作或常规政策
执行情境中。负责常规政策执行的地方政府被强自主性的法院判决败诉，对司
法作出积极回应并改变违法行为。在实践中多表现为上级要求下级既要完成任
务，又要依法推进。Ｋ区的案例属于这一类型。（２）政策执行压力与法治问责
压力都比较小的情形，通常出现在常规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无需用违法的方
式来完成政策执行任务（因而更可能选择依法行政），兼具嵌入性和自主性的司
法机关也较少判决政府败诉。（３）政策执行压力大、法治问责压力小，政策执
行压力高于法治问责压力，通常出现在特殊中心工作任务与政治性政策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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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司法机关也要服务和保障中心工作，由于败诉判决将使地方政府难以完
成任务，因此司法只能策略性地提出建议而难以判决政府败诉，坚持任务优先
的地方政府就会消极回应司法建议，缺乏改变违法行为的压力。Ｈ市的案例就
属于这一类型。（４）政策执行压力与法治问责压力都比较大，意味着具有高自
主性的法院会严格约束政府在中心工作政策执行压力下的执法行为，实践中较
少。当然，这四种类型是在相对意义上所作的区分且可以动态变化。比如，以
Ｋ区为代表的第一种类型表明，即使在一般中心工作情境中，司法机关仍能保
持较强的自主性并要求政府作出积极回应。在第二类常规政策执行中，司法机
关虽较少判决政府败诉，但也可能具有强自主性而以败诉判决带来较大的法治
问责压力，法治问责可由弱变强，由此将从第二种类型变为第一种类型。

表２　 地方政府回应司法的激励机制与主要类型
法治问责压力

低 高

政策执行压力
低 常规政策执行

（任务压力小且法治问责弱）
一般中心工作／常规政策执行
（政府败诉、积极回应，Ｋ区）

高 特殊中心工作
（政府胜诉、消极回应，Ｈ市）

特殊中心工作
（任务压力大且法治问责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事实上，政策执行压力与法治问责压力具有内在关联，二者可以相互影响。
一方面，由于法院也需要服务和保障中心工作，政策执行压力可通过影响司法
机关的态度而改变法治问责压力，二者常呈现为一强一弱、此消彼长的关系。Ｈ
市和Ｋ区两地的案例就属于政策执行压力大、法治问责压力相对小以及政策执
行压力小、法治问责压力相对大这两种类型。前述对两地差异性司法判决的分
析已经表明，司法对党政体制的嵌入性程度以及由此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败诉压
力，与政策任务本身的性质有关。特殊的中心工作任务也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保
障和服务中心工作的压力，司法机关会表现出更强的嵌入性，因而更可能选择
包容和支持“程序瑕疵”的政府行为。相反，在一般中心工作任务和常规政策
执行情境中，司法机关能够表现出强自主性并以败诉判决带来更大的法治问责
压力。另一方面，法治问责压力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
触发政策执行方式的变迁。当法院认为政府的违法执法行为不可接受时，既能
向本级政府或监察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也能直接作出败诉判决，并通过党政联
席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等方式向科层体系传达法律压力和社会压力，推动党政
体系自上而下地改变任务考核方式和政策执行方式。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政策执行压力代表着纵向政治控制，而名义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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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政治约束的法治问责压力实际上兼具纵向和横向政治约束的特征。司法通
常被认为是对行政的横向政治约束，但嵌入在我国党政体制中的司法机关直接
约束行政机关的制度权威不足，横向司法约束常常需要通过纵向政治约束发挥
作用，从而推动地方政府作出积极的法治回应（见图１）。实践中，个案败诉判
决虽能直接影响被诉行政主体的执法权威和执法声誉，但难以形成抽象和普遍
的约束力。在横向司法约束的直接影响力有限的背景下，党政体制内部自上而
下的法治政府建设专项考核和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将行政诉讼纳入考核范围，
将纵向政治约束机制与横向司法约束结合起来，把横向司法约束的压力转化成
了纵向法治考核和上级干预问责的压力。因此，我国党政体制下的司法化治理，
兼具横向和纵向政治约束的特征，既能直接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声誉和责任，
也能与纵向考核和问责相结合从而发挥对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功
能。由此可见，司法能否发挥硬约束的功能，除了与司法机关自身的能动性有
关外，也取决于党政体制在特定情境中对政策任务与依法行政双重目标的权衡。

图１　 纵向和横向政治约束的关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司法－行政关系呈现为何种图景？司法如何影响地方治理？对我国
地方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行政分权、财政激励、人事晋升等视角，较少从司法
维度展开分析。与既有对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分析多关注党政体制的政治动
员与问责、执行方式与策略选择、多元主体间关系等议题不同（Ｔｓ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本文基于政策过程视角，关注司法对地方政府行
为的影响这一新议题，在一项中心工作政策的制定、执行、审查和反馈阶段中
审视司法与行政的互动，揭示了我国司法影响政策过程的路径和效果。

首先，对中国语境下司法－行政关系的讨论融合了政策过程视角与司法视
角，表明介入政策过程的司法机关既可以是地方政府的合作者，也可以是其约
束者和规范者。对拆违政策过程变迁的分析表明，司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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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包括政策制定时的司法协作、政策执行时的行政优位、政策审查时的合作与
制约、政策反馈时的司法建议。具体来说，法院是政府出台政策的合作者与法
律保障者，但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往往表现为行政任务优先，兼具嵌入性和自主
性的法院在诉讼阶段会因不同任务性质而选择包容或约束政策执行行为，在政
策反馈阶段则会策略性地提出司法建议并敦促政府依法行政。其中，政策审查
和司法判决是司法机关发挥影响力的关键路径，败诉判决能够通过法治考核与
政治问责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

其次，对差异化司法判决和政府调适性变革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对
司法的回应，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地方政府回应性的研究。既有对我国地方政
府回应性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在自上而下的问责压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下对
民意的直接回应（Ｃａ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１９；文宏，２０１９；韩冬临、吴亚博，２０１８），
与此不同，本文把地方政府对司法判决的服从和执行称为政府的法治回应，即
政府对民众通过司法所表达诉求的间接回应。围绕政府对司法判决和间接民意
的回应，本文构建了一个“政策执行压力－法治问责压力”的二维框架，指出
政策执行压力与法治问责压力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的法治回应。在政策执行压
力大、法治问责压力小的特殊中心工作情境中，司法机关配合行政工作，地方
政府缺乏改变政策执行行为的动力，法治回应弱。而在政策执行压力小、法治
问责压力大的一般中心工作或常规政策执行情境中，司法机关会选择发挥自主
性并约束政策执行，地方政府会作出强法治回应并改变政策执行行为。

最后，有关地方政府法治回应性的研究，还拓展了对横向与纵向政治约束
和政治问责的讨论。既有对政治问责的讨论多关注纵向制约机制，强调中央或
上级基于垂直的人事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对地方和下级的干预与控制、奖励与
惩罚（Ｍｅｉ ＆ 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１４）。还有诸多研究关注人大对地方政府的横向监督，
但地方政府倾向于追求权力的一元化而排斥横向约束（曹正汉等，２０１４）。本文
的发现补充了上述研究，表明即使在中心工作情境中，司法也可以作为横向政
治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施加败诉压力，并与纵向政治问责压力相结合而有条件
地发挥法律硬约束的功能，推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变迁，调整和优化公共
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治理任务高度复杂化，司法已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并
融入了治理过程，司法与行政之间也越来越强调合作治理和伙伴关系。对我国
来说，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既需要司法扮演行政的合
作者以回应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又需要司法作为行政的规限者以推动依法行
政。进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如何既以法治保障行政，又充分发挥法治的
规限功能，从而兼顾治理效能和治理合法性，还有诸多议题值得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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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８ － １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冬临、吴亚博（２０１８）． 中国互联网舆情热点与地方政府回应———基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的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２：１３７ － １５９ ＋ １９３．
Ｈａｎ，Ｄ． Ｌ． ，＆ Ｗｕ，Ｙ． Ｂ．（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１３７ － １５９ ＋ １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贺欣（２０１２）． 法院推动的司法创新实践及其意涵———以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为例． 法学家，５：１ － １３．
Ｈｅ，Ｘ．（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ｉｔｙ
Ｔ．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５：１ － 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韬（２０１１）． 中国式的公共政策法院———以我国法院对金融案件的处理为例． 社会科学研究，６：４７ － ５３．
Ｈｕａｎｇ，Ｔ． （２０１１）．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ｂａｓｅｄ Ｃｏｕ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６：４７ － 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汪庆华（２０１１）． 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Ｗａｎｇ，Ｑ． Ｈ．（２０１１）．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Ｌｅｇ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 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１１：１３５ －
１５５ ＋ ２０５ － ２０６．
Ｗａｎｇ，Ｓ． Ｚ． ，＆ Ｙａｎｇ，Ｆ． （２０１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１：１３５ － １５５ ＋ ２０５ － ２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文宏（２０１９）．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 政治
学研究，１：７７ － ９０ ＋ １２７ － １２８．
Ｗｅｎ，Ｈ．（２０１９）． Ｌｏ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ｖｅｎｔ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ｎｏｗ Ｖｉｌｌａｇｅ”Ｅｖｅｎｔ．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７７ － ９０ ＋ １２７ － １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向淼、郁建兴（２０２０）． 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基于领导小组执法行为变迁的个案分析． 东南学术，２：１２５ －
１３５ ＋ ２４７．
Ｘｉａｎｇ，Ｍ． ，＆ Ｙｕ，Ｊ． Ｘ． （２０２０）．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１２５ － １３５ ＋ ２４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向淼、郁建兴（２０２１）． 法治行政：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法律路径———一项新的研究议程． 公共管理学报，４：１ －
９ ＋ １６５． 　
Ｘｉａｎｇ，Ｍ． ，＆ Ｙｕ，Ｊ． Ｘ．（２０２１）．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１ － ９ ＋ １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郁建兴、高翔（２０１２）．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５：９５ － １１２ ＋ ２０６ － ２０７．
Ｙｕ，Ｊ． Ｘ．，＆ Ｇａｏ，Ｘ．（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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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５：９５ － １１２ ＋ ２０６ － ２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郁建兴、向淼（２０１６）． 从分离到整合：公共行政与法律间关系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变迁． 中国行政管理，
８：６ － １２． 　
Ｙｕ，Ｊ． Ｘ．，＆ Ｘｉａｎｇ，Ｍ． （２０１６）．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８：６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于晓虹（２０１４）． 策略性服从：我国法院如何推进行政诉讼． 清华法学，４：１０３ － １２４．
Ｙｕ，Ｘ． Ｈ．（２０１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ｕｒｔ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１０３ － １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０７）．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７：３６ － ５０．
Ｚｈｏｕ，Ｌ．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３６ － 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２）．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开放时代，９：１０５ － １２５．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１２）．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９：１０５ － １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涛（２０２１）． 管理合法性：城市基层政府的法律行动研究． 社会学研究，３：１３７ － １５６ ＋ ２２８ － ２２９．
Ｚｈｕ，Ｔ．（２０２１）．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３７ － １５６
＋ ２２８ － ２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ｉ，Ｙ．，＆ Ｚｈｏｕ，Ｔ．（２０１９）．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３８：３３１ － ３５２．

Ｃａｉ，Ｙ．，＆ Ｚｈｕ，Ｌ． （２０１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０：９８ － １１９．

Ｄｒａｇｏｓ，Ｄ． Ｃ．，＆ 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Ｐ．（２０１８）．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 ＬｏｖｅＨ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１０６７ － １０８５．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Ｌｏｎｄｏｎ．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Ｔ．（２００８）．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ｕｓｅｓ，Ｃ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ＮＴＵ Ｌ． Ｒｅｖ．，
３：１ － ２０．

Ｌａｎｄｒｙ，Ｐ． Ｆ．（２００８）．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Ｍａｏ Ｅｒａ（Ｖｏｌ． 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ｅ，Ｃ． Ｋ．（２００７）．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Ｌａｗ：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ｓｔ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Ｓｕｎｂｅｌ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ｅｂｍａｎ，Ｂ． Ｌ．（２０１４）．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ｗ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１４３（２）：９６ － １０９．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Ｗ． Ｖ．，＆ Ｃａｔｅｓ，Ｃ． Ｌ．（１９９７）．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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